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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意、民意与选举
———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原因探析
张遂新＊　祁冬涛　王秀萍
　　摘　要　“双首长制”下的台湾当局“内阁”在２０００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后
稳定程度明显下降，其原因可以用“党意—民意—选举”三类因素组成的分析框架
进行解释。２００８年以前“内阁”不稳定与“府会”对立争权、执政党内部派系分立程
度高有关，当局领导人为顺应党意要求倾向于对“内阁”人事进行调整。２００５年左
右台湾民众反抗意识崛起，对当局领导人和“内阁”相关成员信任度降低，也迫使
“内阁”经常变动，此后一般民意的不满更逐渐成为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的最
主要因素。如果说党意和民意为当局领导人提供了调整“内阁”的压力和动机的
话，那么选举则往往成为调整“内阁”的时机，并在短期内加剧“内阁”的不稳定。
本研究以政治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讨论台湾民意对“内阁”稳定性不断上升的
影响，补充和丰富了当前从政治学的制度政治视角对此现象进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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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１９９７年第四次“修宪”的完成，台湾当局的政体呈现出了独特的“双首
长制”特征，即当局领导人可不经由立法机构同意直接任命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人，立法机构可对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提出不信任案，当局领导人亦可在立法机
构通过上述不信任案后经一定程序解散立法机构。“双首长制”下的台湾当局
“内阁”在２０００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前运作尚属平稳，但此后却呈现出了明显
的不稳定状态。２０００年至今已有１１位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阁揆”）在同一当
＊ 张遂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祁
冬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秀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通
信作者及地址：张遂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４２２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邮编：３６１００５；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ｓｕｉｘｉｎ＠ｌｉｖｅ．ｃｎ．
局领导人任内下台，大大小小的“内阁”改组更是不计其数，正如林浊水（２０１５）①
所称，“台湾成为世界消耗阁揆阁员的速度的第一名”。② 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
导致的呢？
一、文献综述
台湾当局的“内阁”成员包括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副手、正副秘书长、发
言人（包括原“新闻局局长”）、“政务委员”以及各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③。一般
认为“内阁”不稳定指“内阁”更迭频率过高。李凤玉（２００１）比附“内阁”、“政府”、
“总理”的关系，以“内阁”政党成员的改变、“政府”总辞和“总理”易人作为台湾当
局“内阁”更迭的标准；④沈有忠（２００４）进一步总结为小幅度的成员替换、“总理”
辞职换人改组以及“政府”总辞。⑤ 然而，“内阁”的更迭包括了原有成员离任和
新成员上任两个过程，尽管二者在多数情况下同步进行，但并不应混为一谈，譬
如“政务委员”有“七人至九人”的弹性空间，原有成员的离任不一定伴随着新成
员的接任，因此简单用“更迭”“易人”“替换”等词概括是不够准确的。而将原有
成员离任和新成员上任加以区分后则明显可见，前者的发生频率才是真正反映
“内阁”稳定程度的指标，因此本文将“内阁”不稳定定义为“阁揆”和其他“阁员”
频繁离任。
值得注意的是，“内阁”成员的离任并不简单表现为被动遭撤。在外界看来，
情况经常是相关成员先“主动请辞”，上级慰留不成，最终“勉为其难”批准辞呈。
这番运作看似“温情脉脉”，却并不意味着“内阁”成员真能自主选择去留。一方
面，当局领导人或“阁揆”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手段向属下的相关“内阁”成员传达
人事调整意图，而作为当局的一员，“内阁”成员自身也会对形势有所判断，从而
知时进退。另一方面，由于当局领导人或“阁揆”最终掌握着“内阁”的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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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见附表。
即台湾方面所称的“部会首长”。
李凤玉．半总统制下的总统干政与政府稳定———威玛德国、法国第四共和、后共波兰与台湾［Ｄ］．
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１：９９．
沈有忠．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Ｊ］．（台湾）台湾民主季
刊，２００４（３）：１０５．
权，面临离任压力的“内阁”成员自然知道拒不辞职不仅无法达到留任目的，反而
会破坏官场生态，徒劳无益。当然也有“内阁”成员可能基于其他考量欲自请去
职，但如果当局领导人或“阁揆”认为时机不当，也可将辞呈压下不批，为顾全大
局和避免造成不负责任的印象，相关“内阁”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不至径行
挂印。总的来说，笔者并不否认“内阁”成员在当局的人事任免决策中具有一定
的主观能动性，但相信其影响至多限于离任缓急，无法决定是否离任。因此本研
究同绝大多数先行文献一样，也认定“内阁”成员离任是当局意志的反映。
对于何种情况应判定为“离任”，学界亦存有争议。沈有忠（２００４）将行政管
理机构负责人辞职后再获任命“组阁”亦视为一任“内阁”的更迭。① 李凤玉
（２００１）则认为“总辞后原班人马再度被任命”不一定算是“内阁”更迭。② 事实
上，台湾当局“内阁”不乏“象征性总辞”的案例，这种“象征性总辞”与政治惯例有
关，不涉及“内阁”稳定问题，因此本文并不将“内阁”成员请辞后随即被重新任命
视为一次“离任”。
那么，台湾当局“内阁”为什么会不稳定呢？以往学者大多着眼于“双首长
制”的特性，在制度政治（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之中寻求解释。李凤玉（２００１）③
和吴玉山（２００２）④将当局领导人权力大小、“府会”⑤关系和政党体系视为决定“半
总统制”（按：即“双首长制”）政治稳定的基本因素，他们发现２０００年“政党轮替”以
后当局领导人的权力“仍然维持庞大”，“府会”出现对立，台湾政治稳定级数大幅
降低。沈有忠（２００４）比附“总统、总理、国会”三者关系，认为当局领导人、行政管
理机构负责人和立法机构聚合程度低（党派立场疏远）是导致台湾“宪政运作”不
稳定的原因。⑥ 由此可见，早期学者多将台湾当局“内阁”的不稳定归咎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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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忠．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Ｊ］．（台湾）台湾民主季
刊，２００４（３）：１０５．
李凤玉．半总统制下的总统干政与政府稳定———威玛德国、法国第四共和、后共波兰与台湾［Ｄ］．
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１：９８．
李凤玉．半总统制下的总统干政与政府稳定———威玛德国、法国第四共和、后共波兰与台湾［Ｄ］．台
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１．
吴玉山．半总统制下的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Ｊ］．（台湾）俄罗斯学
报，２００２（２）：２２９－２６５．
即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总统府”）与台湾当局立法机构（“国会”）。
沈有忠．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Ｊ］．（台湾）台湾民主季
刊，２００４（３）：９９－１２９．
规范问题，认为当局领导人拥有制度赋予的极大权力，使其有能力干预“内阁”人
事，再遇到“府会”对立的情况，更导致了当局领导人强烈的干预动机。
然而张峻豪、徐正戎（２００７）却指出，仅探讨当局领导人对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人“绝对的任命权”是不够的，因为在制度规范中同样规定了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人是“最高行政首长”，而其在实际运作中沦为当局领导人的“幕僚长”，失去政策
主导权，在与当局领导人意见相左时处于下风而被迫离任，这显然不能完全以制
度规范进行解释。① 因此两位学者沿历史制度主义的途径出发，发现在当局领
导人和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互动历程中，行为者亦可改变制度结构，造成行政
管理机构负责人角色发生变化。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对历时性变迁的重视，不过
仍未突破制度政治的范畴。
２００８年以后，台湾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全面执政，当局领导人因
“府会”对立而干预“内阁”的动机消失，但事实上“内阁”依旧变动频仍，这时单凭制
度规范就更难解释“内阁”不稳定的原因了，毕竟当局领导人从制度规范中仅能被
动地获取干预“内阁”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其必须主动去使用这种权力，那么在协调
“府会”关系之外，当局领导人还有什么干预“内阁”的主观动机呢？李凤玉、蓝梦荷
（２０１１）认为当局领导人位居权力中心，因此“可以随时用调整内阁人事的方法，来
回应民意对于政府的指责或者期盼，以使自己维持一定水准的民意支持以及统治
的正当合法性”，即“将阁员，甚至是总理，在必要时候当成代罪羔羊使用”。② 郝培
芝（２０１３）进一步将当局领导人权力集中比附为“半总统制国家朝向总统化”，认为
这种“总统化”现象导致“内阁”成为“避雷针”或“代罪羔羊”，当局领导人往往以改
组“内阁”或部分调整“内阁”来挽救民意或保有高声望，进而导致“内阁”不稳定。③
吴玉山（２０１７）也比附“总统优越型半总统制”认为当局领导人“虽然掌握大权，但是
如有施政不当，却不需要负责”，相反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虽然是其僚属，“却常
需要为不是自己决定的政策负责”，而被“任意更换，以纾解民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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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在研究当局领导人行使干预“内阁”的权力时，仍将权力大小这一
制度政治内部因素作为论述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提到了“民意”、“民怨”
等社会因素的作用。可惜在他们的描述中，此类因素在“内阁”变动中所扮演的
角色不过是不定期发作的外部刺激而已，其本身的变化规律并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但从中我们发现了突破制度政治视角的可能性。
政治社会学长期关注社会因素与制度政治之间的互动，例如，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１９９９）曾将制度政治之外的社会运动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以其能够形
塑制度政治而纳入政治过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的分析框架。① 这提醒我们对政
治现象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制度政治，毕竟社会也可能会以非制度的方式参与
其中。因此本研究也结合历时性视角，将民意的变化趋势同制度政治的变迁一
起纳入对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原因的考察。
二、分析框架
台湾地区的政治运作以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为特征。在政党政治层面，当
局领导人和执政党互赖共生，执政党为当局领导人上台和执政提供组织化资源，
而作为回馈，当局领导人必须利用手中职权贯彻执政党的理念，并与党内同仁分
享政治利益。在选举政治层面，当局领导人及其所在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有赖
于在选举中获胜，这促使当局领导人必须尽可能笼络选民，以利于本人或本党未
来继续执政。由此，党意、民意和选举成了影响当局领导人决策的主要因素，那
么这三者是如何互相牵扯，最终导致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的呢？
首先，党意要求当局领导人推行符合政党理念的政策，而根据台湾地区有关
规定，法案皆须经由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因此一旦立法机构与当局领导人及行政
管理机构意见不合，政策便窒碍难行，执政党的施政理念也无法得到贯彻，这种
情况在“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别由不同党派掌控时尤其显著。而撤换“阁揆”便
成为当局领导人调整“府会”关系，为政策铺路的一种手段。正如前文所述，早期
已有不少学者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将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归咎于“府
会”对立，认为当局领导人因此产生了撤换“阁揆”的动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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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１９３０－１９７０［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３６．
“府会”对立争权的情况下，无论“阁揆”如何行事，均无法改变当局领导人与立法
机构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将其撤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令难行的问题，因此党
意的作用应不止于此。
党意影响当局领导人决策的另一体现在于政治利益分配，当局领导人往往要
将相应职位授予选举和执政出力的人士以及其他党内重要人物作为政治酬庸和派
系竞合的手段，尤其在当局领导人未能全面掌控党内派系时，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而“阁揆”和其他“阁员”均为要职，在分配政治利益过程中也相当抢手。因此当局
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撤换“阁揆”或授意“内阁”改组来满足同党的利益诉求。
其次，当局领导人或执政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与一般民意①对此前当局执
政绩效的评价息息相关。作为当局的核心成员，“内阁”的形象与作为则是选民评
判当局施政的重要依据，若“阁揆”或“阁员”不孚一般民意，将给选情造成重大隐
患，为此当局领导人可能试图借由“内阁”人事调整来避免选举时的不利局面。
此外以往学者也留意到，当台湾当局领导人直接面对一般民意不满时，往往
会利用“避雷针效应”，以撤换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或改组“内阁”的方式来“移转
民众焦点，或是借此提出新任内阁的新承诺以回应选民”。② 值得注意的是，发
挥“避雷针效应”的前提是相关“内阁”成员的民意支持度同样不高，否则人事调
整难以服众，反而会使结果适得其反。对于“阁揆”而言，“避雷针效应”亦具有类
似效果，他们可以通过撤换不得民心的“阁员”来挽回自身声望。
最后，选举为党意和民意发生作用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出于维持政治稳定
的考虑，执政党即便面临着分配政治利益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随时撤换在
任官员。而选举使大批官员面临职务调动，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执政党都可以利
用这一机会堂而皇之地通过人事安排调配政治利益，位居当局权力中心的“内
阁”职位自然首当其冲。另一方面，选举也是民意表达的形式之一，若执政党在
选举中表现不佳，人们往往会归咎于民众对当局施政的不满，位居当局权力中心
的“内阁”自然也要为此承担责任，接受改组的处置，以挽回民意对执政当局的支
持。因此在选举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内阁”也将陷于不稳定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将党意－民意－选举三类因素对“内阁”稳定性的影响归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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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对于特殊民意（特定团体的意见）而言，指社会大众的意见。
郝培芝．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化与内阁不稳定［Ｊ］．（台湾）问题与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１７．
五项命题：
Ｐ１：“府会”对立争权导致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易被撤换。
Ｐ２：执政党内部派系分立程度高导致台湾当局“内阁”较不稳定。
Ｐ３：一般民意普遍对“阁揆”或“内阁”成员满意度低导致台湾当局“内阁”较
不稳定。
Ｐ４：满足命题Ｐ３的条件且一般民意对当局领导人满意度低导致台湾当局
“内阁”更不稳定。
Ｐ５：选举在短期内会加剧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
三、案例检验
为验证上述命题的真伪，笔者分别考察从１９９７年“双首长制”正式开始运作
到２０１６年“第三次政党轮替”为止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其他“阁员”
的离任情况。其中对１１次同一当局领导人任内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离任逐
一进行案例分析，对数百次其他“阁员”的离任则采取统计的方法加以检验。在
测量一般民意时，笔者统一采用被认为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ＴＶＢＳ民调中心所
发布的数据，因为该民调数据时间跨度较长，便于对比分析。
（一）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１．李登辉执政末期：萧万长
１９９６年，连战身兼台湾当局副领导人和“阁揆”，引起广泛争议。１９９６年底，
台湾当局司法机构发布“大法官释字第４１９号解释”，明确二职不宜兼任。１９９７
年台湾当局又通过了第四次“修宪”案，形成了“双首长制”的制度框架，随后连战
卸任“阁揆”一职。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经由李登辉任命，萧万长继任成为首位不
需经立法机构同意而出任的“阁揆”，台湾当局“双首长制”正式开始运作。
萧万长担任“阁揆”时正处于李登辉执政末期，此时台湾当局尚由国民党全
面执政，“府会”并无对立。李登辉作风强势，１９９３年将大部分“非主流派”成员
排挤出国民党后，更得以完全主导党务，党内不存在派系分立的情况。此外李登
辉和萧万长的施政也得到多数民意支持，ＴＶＢＳ民调显示，六成以上民众满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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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辉表现，①萧万长任内也获得了过半的满意度，②在上述五条命题所列条件均
不具备的情况下，萧万长得以安然任职近３年，直到２０００年５月才因“政党轮
替”自然离任。
２．陈水扁执政时期：唐飞、张俊雄Ⅰ、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Ⅱ
２０００年，陈水扁意外当选台湾当局领导人后，立法机构仍由国民党占据多
数，为了使政令能够顺利推行，陈水扁尝试任命唐飞为“阁揆”，希望以其国民党
籍的身份弥合“府会”之间的党派对立。但在现实运作中，作为民进党当局的“行
政首长”，唐飞无法得到国民党的信任，但作为国民党员，唐飞在施政理念上又同
民进党当局有着重大分歧。不久之后，民进党停建“核四”电厂的决策引起以国
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激烈反对，处境极为尴尬的唐飞被迫向陈水扁请辞。批
准了唐飞的辞呈后，陈水扁踌躇满志地表示，“已将路上石头拿开”，可以重新上
路。③ 由此可见，陈水扁撤换唐飞显系出于党意考量，即便此时唐飞仅上任四个
多月，无论陈水扁还是唐飞都还有保持着较高的民意支持度，④但唐飞因阻碍了
执政党意志的贯彻而被迫离任，符合命题Ｐ１的情况。
唐飞离任后，“阁揆”一职由其副手张俊雄接任。作为民进党元老，张俊雄坚
定执行执政党的决策，上任伊始即不顾“泛蓝阵营”反对强行宣布停建“核四”电
厂，“府会”关系由此陷入空前紧张。尽管在经历了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后，张俊雄
最终迫于压力宣布“核四”复工，但“府会”关系早已在这场风波中陷入僵局。在
“泛蓝阵营”强力抵制下，张俊雄此一任内甚至还出现了“执政党必须执行在野党
政策”⑤的现象，这对于民进党政策主张的推行自然极其不利。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举行的台湾当局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中，民进党尽管未取得过半席次，但已成
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显示当时一般民意对民进党当局
的施政还是基本肯定的。然而，看似于党有功的张俊雄却于次年１月底新一届
民意代表上任前请辞并获准，可见选举的作用仅仅是为撤换张俊雄创造了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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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总统主政１２年表现，六成六民众满意［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０－０５－２０．
萧万长声望降至５成［Ｎ］．（台湾）联合晚报，１９９－０１－２１．
石头已拿开，可重新上路［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０－１０－０６．
首长满意度陈定南第一［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０－０８－１９．
张峻豪，徐正戎．阁揆角色的受限或突破———政党轮替后我国行政院院长与总统互动之研究［Ｊ］．
（台湾）台湾民主季刊，２００７（１）：８１．
与选举结果关系不大。事实上，民进党当局对张俊雄的离任已早有规划，继任者
游锡堃“一直是口袋名单中的预期人选”。① 正如当时外界所观察到的，陈水扁
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后，“‘正义连线’与亲陈水扁的人得到重用，‘福利国连线’
‘主流联盟’逐渐边缘化”，②以亲陈水扁的游锡堃取代“福利国连线”骨干张俊
雄，自然也是陈水扁在派系林立的党内巩固自身地位的步骤之一。总的来说，陈
水扁撤换张俊雄主要出于党意考虑，一方面在于张俊雄无力协调“府会”关系，导
致党意难以得到贯彻，只得寄望于新一任“阁揆”来打破“府会”僵局，另一方面也
在于陈水扁的上台促使党内派系出现消长变化，张俊雄需要为陈水扁势力的崛
起“让路”，而适时出现的选举恰为这一人事变动提供了契机，可见张俊雄的下台
符合命题Ｐ１、Ｐ２、Ｐ５的情况。
作为陈水扁一手提拔的人马，游锡堃在“阁揆”任内也坚定奉行陈水扁的意
志，多次以强势姿态保送重大议案在立法机构获得通过，执政党的意志较以往得
到了更为有效的贯彻。游锡堃的表现也得到了主流民意的支持，根据ＴＶＢＳ历
次民调，民众对游锡堃的满意度大约在四到六成之间，不满意度在四成以下；同
期陈水扁的满意度有所起伏，但在游锡堃担任“阁揆”的后期也回归到了可接受
的范围内。③ 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力保游锡堃任职长达三年，成为台湾当局
“双首长制”格局形成以后任职最久的“阁揆”。但另一方面，“泛蓝阵营”和民进
党内其他派系也一直酝酿将游锡堃拉下马，并利用２００４年底“泛蓝阵营”在台湾
当局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改选中重夺过半席位的机会“倒阁”成功。其中“泛蓝阵
营”在选前已放话称若“泛蓝阵营”在选举中过半，就会要求以国民党的江丙坤接
替游锡堃出任“阁揆”一职，选后更多次以此向陈水扁当局施加压力。而民进党
内其他派系也希望在这一重要职位上安插上自己的人马，不断放出风声试图影
响决策。比如民进党籍“立委”李俊毅就直截了当地表示，“换阁揆是既定计划”、
“时间够长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阁揆都该换人”，并推举同属“福利国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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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沈有忠．半总统制下的行政首长选择：制度与理性结构的分析［Ｊ］．（台湾）政治学报，２００６（４２）：
２１１．
朱显龙．透视民进党的派系演变［ＤＢ／ＯＬ］．华夏经纬网，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ｕａｘｉａ．ｃｏｍ／２００３６１７／００００３２５７．ｈｔｍｌ．
具体数据见ＴＶＢＳ民调中心（台湾），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ｖｂｓ．ｃｏｍ．ｔｗ／ｐｏｌ－ｃｅｎｔｅｒ，下同。
的“战友”苏贞昌或谢长廷为继任人选。① 在立法机构多数摆出不合作态度，执
政党党内派系也强烈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利益的情况下，陈水扁不得不撤下亲信
游锡堃，改以“福利国连线”的谢长廷接掌“阁揆”一职。因此游锡堃离任符合命
题Ｐ１、Ｐ２、Ｐ５的情况。
上任伊始，谢长廷即标榜“安定内阁”，与游锡堃的“战斗内阁”暗别苗头，在
实际运作中强调朝野之间的“和解共生”，改变游锡堃的强势作风，在“府会”对立
中更多向立法机构倾斜，甚至不时与陈水扁的主张有所抵触，这也引起了陈水扁
的不满。而２００５年８月爆出的高雄捷运外劳弊案则是台湾民意扭转的重要节
点，民进党长期以来重视“清廉”和“人权”的形象首次受到严重冲击，民众对执政
当局的信任度显著降低，陈水扁和谢长廷的声望皆遭重挫，进而导致了当年年底
民进党在“三合一”选举中的溃败。在党意不容、民意不孚的情况下，谢长廷被迫
于次年１月以预算案复议未过的理由请辞，陈水扁也“顺势准辞”②，由苏贞昌接
任“阁揆”。由此可见，谢长廷离任的原因与其面对“府会”对立时未能有效贯彻
党意，以及自身民望、当局民望双双下跌有关，而后者在“三合一”选举中的体现
更成了促使谢长廷离任的导火索。此外“福利国连线”曾批判陈水扁与新潮流系
共谋，“强逼谢长廷请辞”，③毕竟接任“阁揆”的苏贞昌名义上也属于“福利国连
线”，但与新潮流系关系密切，因此不排除谢长廷离任背后还有派系博弈的成分。
因此谢长廷的离任与命题Ｐ１、Ｐ３、Ｐ４、Ｐ５的情况明确符合，与Ｐ２的情况可能
符合。
苏贞昌上任后吸取前任教训，在“府会”之间尽量不过度偏向一方，既表现出
对陈水扁的尊重，又赢得了立法机构“较为正面的观感”。④ 然而随着“扁家弊
案”的曝光，苏贞昌的民望受陈水扁的拖累急剧下滑。２００７年５月，民进党“四
大天王”苏贞昌、谢长廷、游锡堃和吕秀莲在各自势力的支持下角逐２００８年民进
党当局领导人提名，最终谢长廷在党员直选中获胜出线。为了在任期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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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俊毅：阁揆够久了，也该换了［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４－１２－２５．
扁顺势准辞，引爆谢式反扑》［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６－０１－２１．
谢长廷请辞，苏贞昌下周组阁［Ｎ］．（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６－０１－１８．
张峻豪．从阁揆角色谈台湾半总统制的行政权运作（１９９７－２０１６）［Ｊ］．（台湾）国家发展研究，２０１６
（１）：２３．
围绕谢长廷的竞选“展布新局”，陈水扁约见“四大天王”强调团结和整合，①为此
苏贞昌也审时度势，不久后即自请离任，暂时淡出权力中心。遗缺由既有担当
“阁揆”经历，又非“四大天王”之一的张俊雄回任，力保民进党当局在执政最后阶
段维持稳定，直至２００８年随“第二次政党轮替”自然离任。由此可见，苏贞昌在
当局领导人党内初选失败后离任主要是出于迫在眉睫的派系整合考虑，也与民
望跌落有关，而“府会”之间的分立争权甚至还未及在其中发挥影响，因此符合命
题Ｐ２、Ｐ３、Ｐ４、Ｐ５的情况。
３．马英九执政时期：刘兆玄、吴敦义、陈冲、江宜桦、毛治国、张善政
２００８年国民党的马英九上台执政，此时立法机构继续由国民党占据多数席
次，台湾当局不再呈现“府会”对立的状态。此外，国民党内部派系“缺乏组织性
和制度化”，派系分立程度与党内派系具有“强组织”特点的民进党不可同日而
语。② 因此“第二次政党轮替”以后台湾当局不再符合命题Ｐ１、Ｐ２的条件。
国民党重新上台以后，由刘兆玄出任首位“阁揆”。此时，台湾正遭遇全球金
融危机和国际油价飙涨的双重冲击，经济民生受到极大影响，随后更发生“毒奶
粉”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满，马英九和刘兆玄民调双
双下滑。ＴＶＢＳ历次民调显示，马英九和刘兆玄的满意度仅二到四成。２００９年
８月台湾中南部发生“莫拉克风灾”，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救灾能力备受民众诟病，
又一次重挫了马英九和刘兆玄的民望，二人的满意度仅为一成五左右，为此刘兆
玄不得不于次月下台负责，“阁揆”由吴敦义接任。刘兆玄的离任符合命题Ｐ３、
Ｐ４的情况。
吴敦义在任的两年多时间里，台湾社会迎来了难得的平静期，马英九的民望
逐渐复苏，吴敦义的民意支持度也相对较高。于是马英九选择了吴敦义作为
２０１２年“大选”的搭档，最终成功胜选连任，吴敦义也随之从“阁揆”晋升为当局
副领导人。吴敦义的升任与通常意义上的“阁揆”离任有着显著的区别，可视为
一种特殊情况。
２０１２年吴敦义为出任台湾当局副领导人而卸任“阁揆”，遗缺由其副手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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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天王注意听……扁：我不会跛脚［Ｊ］．（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７－０５－０８．
林冈，李振志．台湾地区两大政党内部派系结构的比较研究［Ｊ］．（台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３）：８１－８６．
填补。随后，台湾当局接连推动“油电双涨”、解禁“美牛”、征收“证所税”等一系
列改革，引起民众不满，陈冲和马英九的民调同时大幅滑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
下，陈冲被迫于２０１３年２月下台，“阁揆”一职由其副手江宜桦接替。但江宜桦
的上台并未挽回马英九低落的民望，ＴＶＢＳ民调显示，江宜桦在任期间民众对马
英九的满意度一直不足两成，随着２０１４年“反服贸抗争”事件的爆发，江宜桦的
民望也跌落到与马英九几乎同一水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台湾举行了地方公职人
员选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遇严重挫败，开票结束后江宜桦即下台负责，
“阁揆”一职再传于其副手毛治国。在毛治国任内，马英九的民望仍无起色，民众
对毛治国的不满也不断累积。２０１６年，民进党毫无悬念地在“大选”中获胜，不
仅拿下了立法机构多数席次，也将取代国民党执掌政权，实现“第三次政党轮
替”。在新一届立法机构民意代表上任前，毛治国执意请辞，由其副手张善政掌
管“看守内阁”，直至“第三次政党轮替”后自然离任。陈冲、江宜桦、毛治国的相
继下台均符合命题Ｐ３、Ｐ４的情况，其中江宜桦、毛治国均下台于选举完成以后，
亦符合命题Ｐ５的情况。
表１总结了同一当局领导人任内“阁揆”离任的原因。总的来说，从１９９７年
到２０１６年，共有十位“阁揆”在同一当局领导人任内离任，其中近半与“府会”争
权和党内派系竞合有关，且均集中在“朝小野大”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可见以“府
会”对立和执政党内派系林立为代表的党意因素确实容易导致“阁揆”离任。
“阁揆”因自身或执政当局不孚民意而离任的案例则从陈水扁第二任期开始
出现，尤其在显示台湾民众反抗意识激增的标志性事件高雄捷运外劳弊案发生
以后，民意因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马英九上台以后更取代党意因素成为导致
“阁揆”离任的主因。
此外，多数“阁揆”离任的时间点均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可见台湾频繁的选举
活动确实为“阁揆”的变动制造了更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双首长制”运作迄
今，离任原因与选举无关的“阁揆”皆为当局领导人任期开始后的首任，且任职时
长在历任“阁揆”中均位列后段，这与当局领导人上任之初，各方因素尚未完全步
入常轨有关。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遇执政危机，当局领导人只得选择“快刀斩
乱麻”，不待选举到来就采取撤换“阁揆”这样的“大动作”以求迅速稳住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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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双首长制”下同一当局领导人任内“阁揆”离任原因（截至２０１６年５月）
时期
三类因素 党意 民意 选举
五项
命题
“阁揆”
与 “府
会”对
立 争
权
有关？
与 党
内 派
系 分
立 竞
合
有关？
与 自
身 民
望 较
低
有关？
与 领
导 人
民 望
较 低
有关？
与 选
举
有关？
三 类 因
素 作 用
情况
五 项 命
题 作 用
情况
陈水扁
（Ⅰ）
陈水扁
（Ⅱ）
唐飞 是 否 否 否 否
张俊雄 是 是 否 否 是
游锡堃 是 是 否 否 是
谢长廷 是 可能是 是 是 是
苏贞昌 否 是 是 是 是
党意
党意＋
选举
党意＋
民意＋
选举
Ｐ１
Ｐ１＋Ｐ２＋
Ｐ５
Ｐ１＋Ｐ２（？）
＋Ｐ３＋Ｐ４
＋Ｐ５
Ｐ２＋Ｐ３＋
Ｐ４＋Ｐ５
马英九
（Ⅰ）①
马英九
（Ⅱ）
刘兆玄 否 否 是 是 否
陈冲 否 否 是 是 否
江宜桦 否 否 是 是 是
毛治国 否 否 是 是 是
民意 Ｐ３＋Ｐ４
民意＋
选举
Ｐ３＋Ｐ４
＋Ｐ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其他“阁员”
那么同期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副手、正副秘书长、发言人、“政务委员”以及
各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等其他“阁员”的离任又是否支持上述命题呢？为此，笔
者对１９９７年９月萧万长“内阁”成立后到２０１６年５月“第三次政党轮替”前３４５
次上述“阁员”离任情况（不含因“政党轮替”自然离任，不涉及行政管理机构下辖
的“独立机关”）以及在此期间ＴＶＢＳ民调中心发布的政治人物施政满意度数据
（其中９１次针对当局领导人，５２次针对“阁揆”，２１次针对“内阁”团队）按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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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英九第一任期内第二位“阁揆”吴敦义于２０１２年升任当局副领导人，这与通常意义上的“阁
揆”离任有着显著的区别，可视为一种特殊情况，此处暂不作讨论。
统计分析，以对命题真伪进行检验。
如前所述，在李登辉执政末期（萧万长“内阁”时期），上述命题的条件均不具
备，笔者将这一时期记为Ⅰ。而在陈水扁执政期间，执政党内派系分立程度高，
２００５年高雄捷运外劳弊案发生以后台湾民众的反抗意识明显增加，因此陈水扁
执政中前期（从２０００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到２００５年高雄捷运外劳弊案前）单独
具备Ｐ２的条件，记为Ⅱ；陈水扁执政后期（从２００５年高雄捷运外劳弊案到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前）同时具备Ｐ２、Ｐ３、Ｐ４的条件，记为Ⅲ；马英九执政的大
部分时期（２００８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到２０１６年新一届台湾当局立法机构民意
代表上任前）只具备Ｐ３、Ｐ４的条件，记为Ⅳ；而从２０１６年新一届台湾当局立法
机构民意代表上任到“第三次政党轮替”仅不足四个月，时间过短，不列入讨论。
若命题成立，单独受Ｐ２条件影响的Ⅱ时期和受Ｐ３、Ｐ４条件影响Ⅳ时期“阁
员”离任频率均应高于不受任何命题条件影响的Ⅰ时期，而同时受Ｐ２、Ｐ３、Ｐ４条
件叠加影响的Ⅲ时期“阁员”离任频率应为最高。
表２的统计结果显示，在Ⅰ时期的３３个月中，平均每月仅不足１．２名“阁
员”离任；在Ⅱ时期的６３个月中，平均每月有超过１．４名的“阁员”离任；在Ⅲ时
期的３３个月中，平均每月有近１．８名“阁员”离任；在Ⅳ时期的９２个月中，平均
每月有约１．７名“阁员”离任。由此可见，“阁员”离任频率在Ⅰ时期最低，Ⅱ、Ⅳ
时期次之，Ⅲ时期最高，与预期相符，因此支持命题Ｐ２、Ｐ３、Ｐ４的成立。
表２　“双首长制”下各时期“阁员”月平均离任人数（截至２０１６年５月）
时期
Ⅰ
（３３个月）
Ⅱ
（６３个月）
Ⅲ
（３３个月）
Ⅳ
（９２个月）
起作用的命题 无 Ｐ２ Ｐ２，Ｐ３，Ｐ４ Ｐ３，Ｐ４
月平均离任人数 １．２　 １．４　 １．８　 １．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此外通过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各月“阁员”离任人数与上个月
当局领导人满意度、“阁揆”满意度和“内阁”团队满意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
见民意对当局领导人、“阁揆”和“阁员”的不满确实导致了更多“阁员”下台，亦支
持命题Ｐ３、Ｐ４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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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相关性分析（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当月“阁员”
离任人数
上月当局领
导人满意度
上月“阁揆”
满意度
上月“内阁”
团队满意度
当月“阁员”
离任人数
皮尔逊
相关系数
１ －．１７７＊ －．３８４＊＊ －．４１０＊
差异性显
著检验值
（单尾）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３２
有效样本量 ２２５　 ９１　 ５２　 ２１
上月当局领
导人满意度
皮尔逊
相关系数
－．１７７＊ １ ．６９７＊＊ ．８７３＊＊
差异性显
著检验值
（单尾）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有效样本量 ９１　 １０４　 ５５　 ２４
上月“阁揆”
满意度
皮尔逊
相关系数
－．３８４＊＊ ．６９７＊＊ １ ．８７０＊＊
差异性显
著检验值
（单尾）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有效样本量 ５２　 ５５　 ６４　 ２７
上月“内阁”
团队满意度
皮尔逊
相关系数
－．４１０＊ ．８７３＊＊ ．８７０＊＊ １
差异性显
著检验值
（单尾）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有效样本量 ２１　 ２４　 ２７　 ２８
　　说明：作者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分别表示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水平
上相关性显著（单尾）。
最后，在本文所考察的２２５个月中，当月或上个月举行过正式公职人员选举
的月份共有４６个，约占总月数的２０．４％，但在此期间共发生了１３０起“阁员”离
任事件，占“阁员”离任事件总数３７．７％左右，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可见选举不仅
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变动创造了条件，也在短期内加剧了“内阁”不稳定，所
以命题Ｐ５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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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台湾当局“内阁”为何不稳定这一问题，以往学者主要在制度
政治之内寻找答案，未对制度外的民意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注意到相关
解释因素自身的变化导致各个时期“内阁”不稳定现象的成因有所不同。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制度政治和制度外因素，提出了一套“党意—
民意—选举”分析框架。其中党意包括当局领导人贯彻执政党政策主张和稳固
党内权力格局的需求，前者在“府会”不一致时尤其强烈，为此当局领导人往往会
以撤换“阁揆”的手段来为政策铺路；后者则在执政党内部派系分立严重的情况
下得到凸显，当局领导人可能会通过“内阁”人事调整来满足党内派系政治利益
重新分配的要求。作为可能左右未来选情的潜在因素，民意高低关乎当局领导
人或执政党的政治前途，当局领导人也不得不给予重视，若“内阁”成员不孚一般
民意，当局领导人或“阁揆”倾向于将其撤换以纾解民怨，若当局领导人或“阁揆”
自身声望不佳，他们也可能试图通过撤换不得民心的“内阁”成员来挽回民意支
持。如果说党意和民意为当局领导人调整“内阁”人事提供了压力和动机的话，
那么选举则成了将动机付诸实践的时机。一方面伴随着选后大量的职务调动，
当局能够更容易地在“内阁”展开人事布局；另一方面选举结果也是一般民意的
集中反映，当局得以据此对“内阁”进行针对性调整。
以“党意—民意—选举”分析框架进行历时性探讨，可以较好地解释台湾各
时期制度政治内外因素变化与“内阁”稳定程度的关系。２０００年“第一次政党轮
替”以后，党内派系分立程度较高的民进党开始掌权，“府会”对立状况亦同步出
现，党意因素的凸显使得台湾当局“内阁”相较以往明显变得不稳定。２００５年，
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因高雄捷运外劳弊案遭受重挫，社会反抗意识明显兴起，民
意因素和党意因素的叠加使台湾当局“内阁”进一步呈现出风雨飘摇的状态。
２００８年，随着国民党的重新上台，党意因素的作用淡化，但民众的反抗意识更加
高涨，受民意因素的影响，台湾当局“内阁”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不稳定的。在“内
阁”不稳定的情况下，历次重要选举结束后的短时间内也是“阁揆”和“阁员”离任
的高发期。
那么在党意、民意和选举的共同作用下，当前蔡英文任内台湾当局“内阁”稳
定程度将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呢？一方面“第三次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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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府会”对立局面不复存在。而２００６年“解散派系”以后，民进党内部派系
分立程度趋减，但影响尚存，如２０１７年９月民进党重返执政后首任“阁揆”林全
的下台就被认为与“新潮流系”的“逼宫”有关。① 另一方面，台湾民众的反抗意
识仍在进一步提升。据ＴＶＢＳ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满意度已从２０１６
年上任之初的近五成跌落到２０１７年底的不足三成，对“阁揆”林全的满意度则由
２０１６年上任之初的近四成跌落到２０１７年８月卸任前的不足两成，对继任者赖
清德的满意度也迅速从高位跌落，两个月就急降一成以上。截至２０１７年末，在
未举办任何大型选举的情况下，已有一位“阁揆”和十余位“阁员”离任。可见执
政党内部派系争权和民意不满已导致蔡英文执政初期“内阁”就出现了不稳定的
迹象，若这一趋势仍然持续，２０１８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会成为影响赖
清德和不少“阁员”政治命运的重要节点。
应当说明的是，本研究尚存在若干有待改进之处。首先，“党意—民意—选
举”分析框架虽然补充和丰富了制度政治的解释，但仍然偏于结构化，未能充分
挖掘相关当事人的主观特质与“内阁”变动频率的关系。譬如我们仍不了解陈水
扁的“鸭霸”和马英九的“温良恭俭让”②是否影响到他们调整“内阁”的果决程
度，而“内阁”成员“恋权位”“重名节”等个性特征是否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政治压
力时选择迅速反应还是试图以拖待变。其次，本文以民调结果来代表一般民意，
尽管相对客观，但全面性不足，譬如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往往凭借较激烈的手段引
起广泛关注，也能营造出其诉求代表“全民意旨或是多数民意”③的印象，在今后
的研究中可对此进行适当补充。最后，本文仅着眼于一般民意，未探讨特殊民意
是否也会影响“内阁”稳定，譬如当反对党支持者和本党“基本盘”对“内阁”成员
评价反差明显时，出于选票最大化的考量，当局将主要参考哪一方的意见，进而
决定是否对“内阁”进行调整？类似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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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独派大老早要林全下台：不换人，蔡英文没明天［ＤＢ／ＯＬ］．（台湾）ＥＴｔｏｄａｙ新闻云，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４日．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ｔｔｏｄａｙ．ｎｅ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９７２８４７．ｈｔｍ．
谈历任总统 邱义仁曝扁拒爆兴票案秘辛［ＤＢ／ＯＬ］．（台湾）“中央社”，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３日．资料来
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ｃｎａ．ｃｏｍ．ｔｗ／ｎｅｗｓ／ａｉｐ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３０１４４－１．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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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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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阁揆”数 前项“阁揆”平均任期（年）
中国台湾地区 １２　 １．２５
格鲁吉亚 １１　 １．３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１　 １．４５
日本 ９　 １．６７
乌克兰 ９　 １．７８
意大利 ７　 ２．１４
蒙古 ７　 ２．１４
马其顿 ７　 ２．４３
斯洛文尼亚 ６　 ２．５
罗马尼亚 ６　 ２．５
希腊 ７　 ２．５７
波兰 ７　 ２．５７
法国 ６　 ３
保加利亚 ６　 ３
立陶宛 ５　 ３
俄罗斯 ５　 ３
斯里兰卡 ５　 ３
也门 ５　 ３．４
克罗地亚 ４　 ３．７５
芬兰 ５　 ４
葡萄牙 ５　 ４
奥地利 ３　 ５
亚美尼亚 ３　 ５
斯洛伐克 ３　 ５．３３
英国 ３　 ６
爱尔兰 ３　 ６
德国 ２　 ８．５
冰岛 ３　 ８．６７
新加坡 ２　 １２．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林浊水《叫我世界第一名：台湾消耗阁揆阁员的速度》文内图表改绘。
（责任编辑：崔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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